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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群体思维研究理论，主要比较了美国、日本和中国这三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对群体思维现象发生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命题，以期引起这方面的研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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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try to do some research on cross-culture of groupthink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cultures-America, Japan and China. Some propositions that need to be tested further are put forward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is aspect of research is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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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72年美国学者Janis提出群体思维（groupthink）概念以来，群体思维研究逐渐成为群体决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1】。但是不难发现，现有的群体思维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基本上都是由美国学者所发表的，各种研究中所采用的案例分析以及实验设计，也都基本上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进行的【2】。这一点，从文献[3]对群体思维研究25年的一个详尽综述中，就可以看到。尽管也有一些加拿大【4】以及荷兰【5】等国家的学者研究过群体思维，但主要还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因而现有的各种研究结果主要是和美国文化相适应的。

现有群体思维研究结果表明，群体思维涉及群体成员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过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文化对人类行为将产生不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组织行为和管理行为肯定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始于美国的群体思维研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府和企业组织基础上的，在美国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群体思维研究，其获得的结论不一定适合其他文化价值的国家。因此，在深入研究群体思维时，应该把文化背景这个要素作为影响群体思维过程的一个重要研究变量，特别是应该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群体思维的作用和影响。这是我们学习源于西方的群体思维理论，并最终将其应用于中国管理理论的建立、完善及其相应的实践之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2】。

尽管已经有研究者提出了群体决策的跨文化研究问题【6,7】，但是专门针对群体思维现象的跨文化研究却并不多见。Werner A R, Michael B【8】于2000年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曾经比较了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三种不同的文化对群体沟通方式和群体决策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了对群体思维现象的影响。该研究假设不同文化下的群体均有可能陷入群体思维，但却分别经历不同的群体沟通途径。还假设一个多重文化群体（multicultural group）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防范群体思维的发生。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将文化变量纳入了群体思维研究的框架。此外，John J S, Dong I J【9】2002年的研究主要比较了个体主义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s）和集体主义文化（Collectivistic Cultures）对工作群体特性和绩效的影响。其中假设美国代表个体主义文化，而韩国代表集体主义文化。该研究虽然没有直接针对群体思维现象，但却对群体思维的跨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尝试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将主要在中、日、美三国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的文化对群体思维发生的影响。

2 文化变量的描述
在群体思维的跨文化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是对文化变量的描述。目前，在分析文化差异时引用最多的方法之一是克拉克洪-斯托特帕克（Kiuckhohn-Strodtbeck）的构架【10】。这一构架定义了六项基本的文化维度：与环境的关系，时间取向，人的本质，活动取向，责任中心和空间概念。

与环境的关系。人们是服从于环境还是与环境保持和谐的关系，或者能够控制环境？针对不同的态度，可以将一个文化区分为宿命的、和谐的和进取的三种。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则相信他们能够控制环境。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则更希望和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对环境的态度必将影响到组织中群体的实践活动。比如，这可以很强烈地影响到群体对外部威胁和压力的态度。在一个持进取态度的群体中，目标的使用非常广泛，人们有强烈的达到目标的愿望和动力，同时对没有达到目标的惩罚也很严厉。相比之下，具有和谐态度的群体中，人们也会设定目标，但是人们会预期到目标可能发生偏差，因而对偏离目标的行为所持的态度较暧昧。

时间取向。一种文化注重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不同的社会对时间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人将时间看成是一种紧缺的资源，因而比较关注现在和近期未来。而日本人则以一种更长远的观点看待时间。这种文化差异反映在群体在对待所要做出决策的任务时，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会非常注重短期利益，希望以最少的时间来取得最大的收益。而后者则比较看重决策在未来所产生的收益，即使眼前会有一些损失。

人的本质。人究竟是善、恶还是两者的混合。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人们认为自己本质上是诚实可信的。而北美人对人的看法倾向于善恶之间，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但必须要小心才不被利用。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将直接地影响到群体中的领导风格。如果认为群体成员的本质都是诚实可靠的，那么领导的风格更倾向于参与的和放任自流的。而在另一极端上，群体领导则可能是非常专制和独裁的。居于二者之间的文化中，领导可能会重视参与，但同时也会采用严格的控制手段来识别违规行为。

活动取向。一些文化重视做事和活动，强调成就。而另外的一些文化则倾向于存在和及时享乐。此外还有一些文化重视内省与自我控制，希望远离物质的束缚。这种文化差异反映在群体决策中，就是重视做事、强调成就的群体更能以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进行决策。而强调存在和及时享乐的文化中，决策的做出是比较情绪化的。

责任中心。文化还可以按照对他人幸福的责任来划分。比如，美国人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他们相信一个人的责任就是照顾好自己。而以色列人和日本人更重视群体。对群体的依赖使他们会为了维持群体身份而甘愿忍辱负重。反映在群体决策中，就是合作共事与独立行事的区别。

空间概念。这个文化的纬度是说明在不同的文化中行为和活动是公开进行还是在私下进行。举例来说，日本人的组织特性表现出他们社会的公开特性，在那里几乎没有私人办公室。北美人则更倾向于保持自己的个人空间，重要的活动和会议都是在关着门的房间里进行的。在表1中，本文根据斯蒂芬.P.罗宾斯的研究【10】给出了美国文化在这些维度上的倾向（如图中的实线所示）。

如果用这种尺度来衡量中国的文化，基于我们的共识，也可以相应地在图中画出一条折线（如表1中的虚线）。从表中可看出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其中除了在“空间概念”这个维度中两种文化相近之外，其他的维度均不相同。

表1 克拉克洪-斯托特帕克文化维度的变化（中国和美国的比较）

	价值维度
	变化

	与环境的关系
	控制
	和谐
	屈从

	时间取向
	过去
	现在
	未来

	人的本质
	善
	混合
	恶

	活动取向
	存在
	控制
	做

	责任中心
	个体主义的
	群体的
	等级的

	空间概念
	隐私的
	混合的
	公开的


注：图中实线代表美国，虚线代表中国。

资料来源：[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 组织行为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7，p45（部分修改）.
另外，在文化差异方面最全面、最具权威的研究是由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特进行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即社会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生活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这种共同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生活和工作，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对其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霍夫斯坦特用四个变量来描述社会文化差异。分别是：权力极差（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和阳刚与阴柔文化（masculinity）【11】。

在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中，各个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存在着差异。权力极差是指社会组织或群体中的成员接受这种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越是能够接受这种不平等，则可称之为是“高权力极差”，否则就是“低权力极差”。

对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来讲，在面对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景时，都会感到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回避和防范。不确定性规避就是指组织或群体对这种不确定性所感受到的威胁以及试图回避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文化是活跃的、积极进取的和易动感情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一般会产生相对较高的紧迫感和进取心，会激发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文化则好沉思、进取心小，能容忍不同的行为和观点，没有严厉刻板的标准。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一个人只关心自己，而且也依靠个人的努力来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所有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相互区分，他们希望得到“群体之内”（小集团内、组织内、亲密朋友圈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以作为报答。

阳刚和阴柔文化，是所谓“男子气概”价值观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程度。人们常常认为的“男子气概”通常表现为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并喜欢冒险。阳刚文化是自信、胸怀大志和富于竞争性的；阴柔文化则期望人们有教养、谦让、胸无大志和无竞争心，注重生活质量胜于物质方面的成功。

霍夫斯坦特根据这四个维度对53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发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差别非常的大。表2中给出了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文化指标上的得分【6】。

表2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指标得分

	国家
	权力极差
	不确定性规避
	个人价值观
	阳刚文化

	美国
	40
	46
	90
	62

	加拿大
	39
	48
	80
	52

	新加坡
	74
	8
	20
	48

	香港
	68
	29
	25
	57

	台湾
	58
	69
	17
	45

	日本
	54
	92
	46
	95

	平均值
	57
	65
	43
	49


资料来源：杨雷，席酉民. 群体决策跨文化研究. 决策研究，1996.7（部分引用）。
从表中我们看到，美国在这几个维度上的分布大概是：高个人主义、低的权力距离接受程度、低的不确定性规避和强的阳刚文化。很遗憾，霍夫斯坦特的研究中没有包括中国大陆。但是从和我们相邻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和日本）的得分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中国大陆的位置：权力极差指数偏高，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偏高，个人主义指数较低，男性化指数中等【11】。

霍夫斯坦特认为，上述四个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管理中的领导方式、组织结构和激励内容等，将产生重大的影响【11】。

对组织中的领导方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霍夫斯坦特认为，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占上风的国家，因此在美国组织中的领导向来被认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主。相反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这种领导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这些国家属于集体主义社会，职工关心集体，希望从集体中得到保障，并且愿意以对集体的忠诚作为回报。对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将影响到组织中的管理及决策的参与程度。接受程度越高，对管理和决策的参与需求就越低。美国在这方面处中间状态，所以组织管理中存在着一定的参与，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度。而法国则相反，接受权力极差的程度相当高，因而人们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愿望就很低。

对组织结构影响较大的是“接受权力极差的程度”和“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那些能够接受很高的权力极差，同时又迫切要求防止不确定性的国家里，组织结构一般倾向于“金字塔”式的传统层级结构。德国虽然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但权力极差接受程度较低，所以比较注重规章制度。美国这个国家的接受权力极差的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因此在这个国家中各种组织形式是并存的。

对组织中的激励内容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阳刚与阴柔文化”。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国家，因而组织激励方式多从个人出发，以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人获得尊严为激励的主要内容。而在像中国、日本这样的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激励就需要考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权衡。美国人倾向于阳刚文化，所以把承担风险、进取获胜作为激励的内容。日本虽然也很看重“男子气概”，但是不确定性回避的程度又比较高，所以获得一种无风险的工作岗位就成了一种激励因素。荷兰和其他北欧的国家的价值观倾向于“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又高，因此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爱好个人竞争，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激励因素。

由于群体思维是发生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因而不同文化下的群体决策过程差异肯定会反应在群体思维的发生上。根据文献[7]的研究，群体决策行为通常是个体特征、决策思维和组织特征三方面的综合体现。根据目前的流行的组织生态观点，可以将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下的群体决策行为分别表示为内向的情感型异质组织模式、内向的情感型同质组织模式和外向的理智型同质组织模式。其中中国和美国分别体现了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而日本则交织着两种文化的特点，处于中介地位，然而更倾向于东方的模式【7】。
在表3中，根据文献[7]的研究，给出美、中、日三国文化下的群体决策过程的比较。
表3 中、日、美文化下的群体决策过程比较

	比较对象
	中国
	日本
	美国

	决策参与者数量
	多
	多
	少

	决策一致的可能性
	视具体情况而定，有可能出现僵局
	容易
	容易

	信息交流与反馈
	少
	自下而上，上下结合
	中

	决策行为
	自上而下
	多
	自上而下

	决策的理性程度
	低
	高
	中

	群体成员的沟通方式
	间接，小道消息
	中
	高

	行为规范
	唯上，含蓄的控制
	间接：you to you
	直接：I to you

	决策制定时间
	长
	长
	短

	决策执行时间
	长
	短
	中


资料来源：井润田，席酉民，冯耕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群体决策过程的研究. 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1994, 14(1):16-25.

3 文化变量对群体思维的影响
从上述对文化变量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尽管对文化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文化的差异必将影响到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下面，本文将在上述关于文化变量描述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群体思维理论的研究，来探讨文化对群体思维的影响。

在群体思维模型中，前提条件是一类决定性的变量，对群体思维的发生起着关键的作用。文化变量的引入，对于这些变量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2】。但根据前面讨论的文化对组织的影响，我们知道受到文化因素影响比较大的有群体凝集力、群体的领导方式和群体受到外部威胁时感受到的压力。所以本文将主要探讨文化变量的引入对这三类前提条件有什么影响，以及最终对群体思维发生的影响。

（1）对群体凝聚力的影响
在文献[2]中，将群体思维模型中的凝聚力定义为两个方面的组合，即人际间的相互吸引和群体的声誉和威望对群体成员的吸引。文献[2]对群体凝聚力的研究结论是，当群体凝聚力和其他的前提条件变量相互作用时，凝聚力越强，则群体思维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这个结论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得出的。

前面曾讲过，按照个人主义价值观来讲，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主义的国家，这种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一种人人不同、个个相异、互不干涉的状态。即使是在群体中，这种自我意识也是非常的强烈。尽管可能因为共同的任务而结成群体，但如果群体身份束缚了他们的个性，或者影响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很有可能终止这种群体身份，或者降低对群体的责任感而维护自己的相对独立。这一点，我们从美国的组织中高的人员流动性可以窥一斑。同时，在群体中个体意识强烈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成员很少服从别人的意见，成员之间相互的信任度不高。因而可以推断，在美国群体中，由人际吸引和群体身份对成员的吸引所引发的群体凝聚力相对较低。而日本人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日本人在组织中结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团队来共同解决问题、承担责任。个人可以因为团队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这种高的集体主义带来的是以人际间的相互吸引和对群体的绝对忠诚为特征的高群体凝聚力。而中国的群体则很特别，成员间虽然信任度很低，但是却很容易服从别人的意见，同时相互间缺乏竞争性，参与决策的愿望不高，而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又会使群体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和谐。所以，中国群体的凝聚力应该是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种状态。从下表4文化与员工的关系中（中、日、美的比较），可以进一步证实本文上述的观点。

表4 文化与员工

	日本文化
	美国文化
	中国文化

	察觉在工作时具有更大的权力与自主性
	察觉在工作时具有更大的权力与自主性
	察觉在工作时具有很小的权力与自主性

	协作型
	竞争型
	服从型

	很少反对别人的意见
	很少愿意服从别人的意见
	很容易服从别人的意见

	同事间的信任度很高
	同事间的信任度中等
	同事间的信任度很低

	基于情感的关系
	基于工作的关系
	基于情感的关系

	参与式管理很普遍
	参与式管理很普遍
	参与式管理很少

	缺乏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更具备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缺乏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资料来源：席酉民，井润田. 领导的科学与艺术.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p251.

此外，美国人对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又较低，不喜欢群体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状况。这种对权威的相对漠视使得他们在决策时，追求一种公平的表达机会，有比较强烈的决策参与愿望，成员之间事实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这种状况一方面会增加决策中的观点冲突现象，另一方面会降低群体成员间的和谐度。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我们的第一个命题：

命题1：在群体凝聚力（基于人际吸引和群体身份吸引）方面，以高个人主义低权力极差接受度为特征的美国文化所影响下的群体，和重集体主义、高权力极差接受程度的文化背景下的日本群体相比要相对的低，而中国则介于两者之间。

（2）对群体领导方式的影响
从概念上讲，领导者的行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行为主体（领导者），行为客体（下属），行为背景（组织）与行为内容（领导行为）。文化对领导行为的一般影响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经常反映在组织行为及管理实践中。文化直接影响着领导者、员工和管理职能，并通过它们间接影响着组织【12】。下面本文将主要研究文化对领导者以及领导职能的影响，还是以中、日、美三国的比较为例。表5首先给出了领导者与文化关系。

表5 中、日、美三国的领导职能

	日本
	美国
	中国

	领导者作为社会促进者及群体成员
	领导者作为决策制定者及群体首脑
	领导者作为群体（或委员会）的首脑

	家长方式
	直接方式（强有力的、坚定的、明确的）
	直接方式（亲情关系，以一种交易的方式而表现）

	促进合作的共同观念
	通常观念各异，个体主义有时会成为合作的障碍
	共同观念，强调和谐

	避免对抗现象，有时会导致含糊不清；强调和谐
	面对面的对抗很普遍；强调透明度
	避免对抗

	关键性沟通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非关键性沟通经常由下而上
	沟通主要由上而下
	沟通由上而下


资料来源：席酉民，井润田. 领导的科学与艺术.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p251.
从表中可以看到，美国的领导是一种相对比较“独裁”的风格。领导者作为群体的首脑，常常采用一种直接的、强有力的、坚定的和明确的方式来进行面对面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与沟通方式。由于个人主义的影响，在群体中经常会由于观念的差别而出现面对面的对抗，致使个体主义成为合作的障碍。而日本的领导相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家长式的、避免对抗的风格。这种情形下的领导，会在群体中造成一种相对和谐、公平的氛围。但有时会因为过分强调和谐而产生一些含糊不清，责任不明。中国的领导风格与日本的比较相近，但是领导在群体中权威又相对较高，领导方式也更直接一些。

前面曾提到，对组织中的领导方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其组织中的群体领导方式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控制基础之上，领导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常常会借助于一些强有力、直接的方式来控制局势、掌握主动。同时，低的权力极差接受程度和个体之间相对的观念独立和差别，又会造成成员在这种领导方式下更加激烈的面对面冲突和对抗。文献[13]对中国文化的下领导给予了特别的研究。其中指出霍夫斯坦特的5个文化维度所发现的管理文化差异，已经较为深入地涉及到领导的文化差异问题。比如“不确定性避免”的倾向越高，会选择较为“渐进”、“温和”的变革思路；女性化倾向较强的管理方式，可能更鼓励感情联系和人际沟通；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更容易形成团体意志；而过大的权力距离又会使“压制”更多地取代“沟通”；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倾向则有利于远景的形成和理解。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文化与领导的命题：

命题2：在领导风格方面，以高个人主义和低权力极差接受度为特征的美国群体更容易出现喜欢控制、命令和引导的领导风格。日本群体中的领导则是相对温和、暧昧和更加公平的风格。中国的群体领导风格则是二者的一个近似折衷，虽然强调和谐和情感关系，但是还是倾向于直接的和命令式的方式。

（3）对群体感受到的外部压力的影响
当群体面对外部的威胁时，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将反映对这种威胁所带来的压力的承受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群体，面对外部威胁时感受的压力大，因而由此带来的情绪紧张和焦虑也会相应地增大。相反，不确定性程度低的群体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感受到的压力要相对小一些。

前面提到，美国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即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美国人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迎接而不是回避。相反，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中对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相对较高，在遇到外部威胁时，更愿意以一种稳妥的、安全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能够回避，则会尽量的回避。

因此，可以得出第三个命题：

命题3：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所感受到的压力方面，美国群体较小，而日本和中国群体则相对较大。
（4）对群体思维的影响
在上述关于文化对群体思维主要前提条件的影响研究中，本文得出了三个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命题。由于这三个群体思维的前提条件对群体思维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群体思维的发生倾向是不同的。总体来讲，美国的决策群体是低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领导的，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较低的压力。日本的决策群体则是高凝聚力的、具有公平式领导风格的，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很高的压力。中国的决策群体是中等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和注重情感关系相结合的领导方式，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较高的压力。

如果单以凝聚力为据来判断这三种文化下的群体思维倾向的话，则日本的倾向最高，美国最低。不过，现有的群体思维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仅仅是引发群体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它还需要和其他的前提条件相互作用才能够引起群体思维。如果再考虑其他的两个条件（即领导方式和外部压力），则很难分出不同文化下的群体思维倾向的高低，因为尽管美国的决策群体凝聚力较低，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压力也较小，但是其领导方式又比较容易引起群体思维。日本的决策群体虽然凝聚力很高，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其领导方式却又可以防止群体思维的发生。中国的决策群体虽然在外部威胁下的压力较大，但是其凝聚力和领导方式又相对处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在本文目前的研究基础上，可以肯定的是群体思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发生的倾向大小还暂时无法确定。因为还有很多的变量本文没有考虑，而且现有的结论也是主要建立一些假设的命题基础上，尚不能完全地肯定其有效性。
4 结语
本文在群体思维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化人类学中关于不同文化比较的内容，对群体思维的跨文化差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重点研究了文化差异对群体思维的三个主要前提条件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三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命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仅是初步的，目的是希望唤起研究者对这一方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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